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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权力和地位对下属建言的影响 

——心理安全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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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实验研究(研究 1、2)和多来源、多时点的实地问卷调查(研究 3), 本文发现: 领导权力对下属建言有

消极作用, 领导地位对下属建言有积极作用; 领导地位调节领导权力对下属建言的影响, 当领导地位较低时, 领导

权力对下属建言的负面作用增强, 反之则不显著; 领导地位对权力的调节作用通过下属心理安全感传递至下属建

言行为。这一研究结果有助于阐明组织层级差异(如权力、地位)是如何影响下属建言行为的。 

关键词  权力, 地位, 建言行为, 心理安全感 

分类号  B849: C93 

1  引言 

层级制 (hierarchy)是组织最常见的形态之一 , 

但是围绕层级制的争议却不绝于耳 (Greer et al., 

2018)。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是, 层级差异究竟

是否会阻碍建言(Morrison, 2011)。由于建言是自下

而上的信息流动, 是嵌套在组织层级中的行为, 厘

清层级差异对建言的影响至关重要。已有的研究发

现, 上下级间的层级差异可能阻碍建言(Oc et al., 

2019; Weiss et al., 2017), 也可能促进建言(King et al., 

2009; Reitzig & Maciejovsky, 2015), 并未得出一致

的结论。例如有研究发现, 在领导面前下属会担心

自己人微言轻、不受重视, 或害怕建言引发领导不

满(Bienefeld & Grote, 2014), 因此层级差异可能不

利于建言; 同时也有研究指出, 层级划分有利于引

导下属将信息传递至上级领导, 领导恰恰是下属建

言的主要对象(Detert et al., 2013; King et al., 2009), 

这时层级差异不再是建言的阻力。 

我们认为, 这些不一致的结论可能源于研究者

并未区分层级差异产生的基础——是权力(对资源

的支配和控制)差距还是地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程

度)差距。虽然二者相互联系, 但是有时会产生相反

的作用(Blader et al., 2016)。如果将他们的效应混为

一谈, 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矛盾。特别是, 在现

实中权力和地位可能出现背离。如在职业发展双通

道中, 管理类和技术类是两个上升通道。其中, 技

术专家可能并不掌握对他人的奖惩和控制, 却因技

术高超或/和技术上帮助他人而备受尊敬; 一个仅

仅依靠职位权力支配和控制他人的领导却可能因

不懂技术而不受员工爱戴。这时权力和地位对下属

建言的效应究竟会相互增强、还是相互抵消？这一

问题尚未得到检验。由此可见, 笼统地去讨论层级

差异对建言的作用会混淆权力和地位对建言的影

响, 也忽略了权力和地位相互交织的关系。 

事实上, 在公平、冲突和领导力等领域, 研究

已经发现权力和地位不仅单独起作用, 还存在交互

效应(Anicich et al., 2016; Fast et al., 2012), 特别是

有 研 究 发 现 权 力 的 作 用 甚 至 取 决 于 地 位 的 高 低

(Zheng & van Dijke, 2020)。我们认为在上下级关系

中, 下属不仅分别评估领导权力或地位对建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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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还会综合领导的权力、地位特征做出建言

决策。换言之, 在建言领域我们也应该对权力和地

位的作用进行区分和剥离, 尤其需要探讨领导权力

和地位相互交织的关系对下属建言的影响。 

具体而言, 根据社会结构演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s), 权力和地位分别反映个

体通过支配 (dominance)和声望 (prestige)获取层级

差异的路径。基于支配的领导权力可能使得下属担

心自己所追求的资源受到影响、进而产生畏惧和不

安(Kish-Gephart et al., 2009; Milliken et al., 2003), 

这会降低下属建言时的心理安全感; 而地位是领导

声望的体现, 源于下属对领导的爱戴和敬仰(Yu et al., 

2019), 会促使领导在与下属交往时更加友善和包

容(Blader et al., 2016), 让下属在向上建言时感到更

安全, 进而更加愿意向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此外, 

社会结构演化理论还认为, 基于声望的地位能够约

束领导行为, 减少下属对领导滥用权力的担忧, 增

加权力的合法性(Magee & Galinsky, 2008; Vial et al., 

2016)。因此地位可以削弱领导权力对建言的负面

作用。 

综上, 本文将探讨下属在不同类型的层级嵌套

关系(权力、地位)中的建言行为是否存在、为何存

在高低差异, 并探讨地位对权力效应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 本文致力于解决有关组织层级划分对建

言作用的争论 , 提出基于支配的权力不利于建言 , 

基于声望的地位有利于建言, 并检验领导地位是否

调节领导权力对建言的作用。这不仅有助于区分不

同层级基础对建言的作用, 还能解释不同层级基础

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是如何影响下属建言行为的。 

第二, 本文试图对权力的研究做出贡献。一些

研究发现权力令下属感到畏惧(Morrison & Rothman, 

2009), 还会促使领导主导团队讨论(Tost et al., 2013), 

因而不利于下属建言。然而, 上述结论是在没有考

虑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得出的, 甚至将权力和地位看

作相同的变量, 忽略了权力和地位的差异及相互关

系。本文认为, 领导权力的作用可能随领导地位发

生变化: 地位能够约束领导对权力的使用、为权力

提供合法性(Henrich & Gil-White, 2001), 权力对建

言的负面作用可能受到地位的抑制。以领导地位为

边界条件来分析领导权力对下属建言的影响, 有助

于厘清权力对建言的作用。 

第三, 本文试图对领导力的研究做出贡献。过

去的研究主要强调领导采用支配和控制(如奖惩权)

对下属施加影响, 但是对领导地位(声望)如何发挥

作用的关注还不够, 尤其缺乏在组织情境中讨论领

导地位如何影响权力的效应(Li et al., 2016)。本文

基于社会结构演化理论, 试图厘清领导影响力的两

个重要来源——权力(支配)和地位(声望)之间的关

系, 并探讨他们对下属感知(心理安全感)和主动性

行为(建言行为)的影响。 

1.1  权力和地位的联系和区别 

虽然 一些研究尚 未关注权力 和地位的区 别 , 

但是另一些研究发现二者存在显著差异(Galinsky 

et al., 2015; Magee & Galinsky, 2008; To et al., 2020; 

Yu et al., 2019)。首先, 权力和地位的基础不同。社

会结构演化理论认为权力和地位的本质差异在于

权力是基于支配的 , 而地位是基于声望的 (Cheng 

et al., 2013; Henrich & Gil-White, 2001)。具体而言, 

权力是指通过掌控有价值的资源 , 或通过奖惩来

支配和控制他人的能力(Magee & Galinsky, 2008)。

地位是指个人在组织中被他人尊敬与仰慕的程度

(Blader & Yu, 2017)。根据社会结构演化理论, 支配

和声望是形成层级差异的两种最基本的路径, 权力

和地位正是支配和声望的表现形式(Case et al., 2018; 

Cheng et al., 2013)。 

第二, 权力和地位的来源不同: 权力在组织中

通常与正式的职位有关; 而地位是他人对领导声望

的 一 种 社 会 感 知 , 源 于 他 人 的 赋 予 (Anderson & 

Brion, 2014), 更多体现非正式的层级差异。第三, 

权力和地位对人际依赖性的作用不同。Blader 和

Chen (2012)认为掌权者拥有资源的控制权 , 无需

依赖他人获取资源, 拥有较高的自由度。而地位依

赖于他人赋予, 高地位的个体为了维持地位, 会更

加顾及他人的看法(Blader et al., 2016)。第四, 地位

比权力更依赖于合法性。Hays (2013)指出, 权力可

以不依赖于他人的赋予, 因此权力不一定具备合法

性。地位依赖于他人赋予, 因此地位高低在他人眼

中是否公平、合理至关重要。第五, 权力层级比地

位层级更稳定。在他人看来, 从掌权者处夺得资源

控制权的难度较大; 而地位基于他人的主观感知 , 

较易因他人感知到的贡献、胜任力等因素的变化而

变化(Hays & Bendersky, 2015)。 

权力和地位有时是正相关的(To et al., 2020), 

拥有权力或地位的个体都会得到他人的关注, 二者

都是领导影响力的重要来源 (Cheng et al., 2013; 

Fragale et al., 2011)。但是权力和地位并不总是同步

的, 这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 获得权力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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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路径不同。获得权力既可以依靠能力、对组织

的贡献(Keltner et al., 2008), 还可以依靠关系、政治

手段等(To et al., 2020)。而地位更多与胜任力、团

队贡献有关, 难以依靠关系、政治手段获得(Blader 

& Yu, 2017; Fiske et al., 2007; Swencionis & Fiske, 

2016)。第二, 高权力可能会给领导带来负面作用, 

如增加领导的自利行为、不道德行为、辱虐行为等

(Gruenfeld et al., 2008; Liu et al., 2020; Rus et al., 

2012; Wisse & Sleebos, 2016); 甚至领导对权力的

使用也会让下属感到领导是自利的。这些都不利于

领导获得下属的尊敬和爱戴(Willer et al., 2012)。由

此可见, 获得高权力的领导不一定拥有高地位, 权

力和地位并不总是匹配的(Cheng et al., 2013; Fragale 

et al., 2011)。 

1.2  领导权力与下属建言行为 

我们认为, 领导权力会阻碍下属建言。根据社

会结构演化理论, 高权力的领导掌握着组织中正面

(如奖励、晋升机会等)和负面(如艰难的任务等)的

资源(Henrich & Gil-White, 2001; McClanahan, 2020)。

此时建言行为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下属的日常工作、

职业发展以及奖金激励等诸多方面, 这会造成下属

对建言结果的担忧, 因此不敢坦诚地表达对工作的

意见、不满或疑虑。建言需要挑战组织现状 , 甚

至向领导表达对当前工作流程、方式等的不认可, 

可能会引发与领导之间的冲突、使领导“难堪” (段

锦云 , 凌斌 , 2011), 甚至导致领导的不满和抵制

(Morrison, 2014)。为此建言者可能会遭受负面的评

价(Burris, 2012), 被分配到不称心的工作, 甚至面

临被解雇的风险(Grant, 2013; Morrison, 2014)。当

领导权力较高时, 建言风险导致的消极结果可能更

突出, 因此下属的建言可能受到抑制。 

同时, 与低权力领导相比, 高权力领导拥有较

高的行动自由度, 他们受到的社会制约较小, 可能

会表现出侵略性或不够友好的行为, 这也不利于下

属建言。相比于低权力领导, 高权力领导对他人的

依赖性较低, 受到的来自外部环境或社会规范的约

束更低(Galinsky et al., 2008)。他们较少顾忌低权力

者的感受和面子, 可能会表现出较为强势甚至有侵

略性的行为。如高权力者在与下属交流时常占据主

导地位(Tost et al., 2013), 他们缺乏耐心、倾向于采

用直接(而不是委婉)的表达方式, 也更频繁打断他

人说话; 而低权力者却更加礼貌和友好(Hall et al., 

2005)。高权力领导的这些行为可能会让下属感到

不安, 会抑制下属的建言行为。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 , 面对高权力的领导时 , 

下属更有可能谨言慎行甚至缄口不言, 以规避建言

带来的风险与后果。这一推断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

支持(Morrison & Rothman, 2009; Tost et al., 2013)。

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 1: 领导权力负向影响下属建言行为。 

1.3  领导地位与下属建言行为 

我们认为, 领导地位能够促进下属建言。社会

结构演化理论认为, 下属与高地位的领导交流频繁, 

这是因为: 第一, 地位常常与专业知识、能力、对团

队的贡献等高度相关(Blader & Yu, 2017; Fiske et al., 

2007; Swencionis & Fiske, 2016)。建言是表达与工

作相关的信息、想法与意见的交流行为(Morrison, 

2014)。下属有理由相信, 高地位的领导具备足够的

胜任力对下属的建议进行合理地评价, 也更能理解

下属的建议, 因此下属更有可能向高地位的领导建

言。例如有研究发现, 领导的专业能力与下属的建

言行为正相关(Kumar & Mishra, 2017)。由此我们认

为, 领导地位能推动下属向领导提出自己对工作的

疑虑、意见和建议。 

第二, 高地位的领导获得更多来自下属的爱戴, 

也意味着领导和下属间具备良好、积极的关系。对

领导的爱戴让下属对领导产生认同感, 这会促进下

属建言(Kumar & Mishra, 2017; Liu et al., 2010)。此

外, 领导为了维持高地位, 需要维护与下属的关系, 

他们在与下属交往时将更加友善和开放(Yu et al., 

2019), 表 现 出 更 多 的 亲 社 会 行 为 (McClanahan, 

2020)。如从下属的视角看问题(Blader et al., 2016), 

在 交 往 中给予 对 方 表达诉 求 的 机会等 (Blader & 

Chen, 2012)。这使得下属建言时顾虑较小, 他们感

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得到恰当的评价和反馈、

好的建议能够得到认可, 因此更加愿意建言(Xiang 

et al., 2019; Zhu & Akhtar, 2019)。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 2: 领导地位正向影响下属建言行为。 

1.4  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我们认为, 领导权力和地位的作用会通过心理

安全感传递至下属的建言行为。心理安全感指的是

个体感到在组织中表达个人的意见、建议、疑虑将

是 安 全 的 , 不 会 受 到 惩 罚 、 批 评 或 不 公 正 对 待

(Liang et al., 2012)。 如前所述, 领导的高权力会让

下属担心建言产生不良后果, 这种不安和担忧会表

现为下属心理安全感的降低。如权力差距会让下属

担心自己的意见得不到合理评价、甚至担心自己因

建言触怒领导(Nembhard & Edmondson, 2006)。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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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高权力领导与低权力领导相比, 更有可能表现

出强势、有侵略性、不礼貌的行为, 这也会降低下

属的心理安全感(Morrison & Rothman, 2009)。如高

权力者会让他人感到冰冷(Fragale et al., 2011)、产

生焦虑 (Bunderson & Reagans, 2011)或心生畏惧

(Cheng et al., 2013)。 

而领导的高地位意味着下属对领导信任和爱

戴, 这有利于提高下属的心理安全感。例如与自己喜

爱、信任的领导交往时, 下属感到更安全(Podsakoff 

et al., 1990)。此外, 领导为了维护地位也会更加友

好、开放、公平, 这也有助于下属打消建言的顾虑, 增

加下属的心理安全感(Detert & Burris, 2007; Milliken 

et al., 2003)。 

当下属心理安全感较高时, 他们感到建言的成

本和风险较低, 更加愿意敞开心扉、直言进谏; 当

心理安全感缺失时, 下属会因为担心受到负面评价

而保持沉默(Edmondson & Lei, 2014; Milliken et al., 

2003)。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 3: 下属心理安全感中介领导权力(地位)

和下属建言行为的关系。 

1.5  领导地位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的, 我们认为领导地位会调节领导权力

对下属建言行为的负面作用。社会结构演化理论认

为, 地位依赖于他人的评价和认可, 因此能够对领

导的行为产生约束: 若领导的行为背离了下属的期

待, 那么领导将失去下属的尊敬和爱戴(Case et al., 

2018; Henrich & Gil-White, 2001)。据此我们认为, 

地位能约束领导对权力的使用 , 抑制领导滥用权

力、以权谋私。当领导地位较高时, 下属对领导权

力的不安和畏惧由此降低, 他们更有可能相信领导

会合理地使用权力对建言进行评价, 自己不会因建

言受到不公正待遇。然而当领导地位较低时, 领导

对权力的使用缺乏地位的约束, 领导无需顾忌自己

对权力的不当使用会危害自己的声望或名誉。此时

下属更有可能担心建言会挑战领导权威从而引发

领导不满、造成自己的损失, 因此不愿意建言。例

如有研究发现, 高权力的个体在结果分配时更自利, 

而当个体同时具备高权力和高地位时, 他们会关注

他人的感受 , 这时自利行为将受到抑制(Blader & 

Chen, 2012)。相反, 高权力低地位的个体常常利用

权力来贬低他人 , 以排解低地位带来的消极感受 , 

而这种行为在其他组合中较少出现(Anicich et al., 

2016)。 

此外, 地位能够为领导权力带来合法性。当领

导地位较高时, 意味着拥有权力的领导同时也得到

了下属的尊敬和爱戴。此时领导权力的合法性更高

(Halevy et al., 2011; 季浩 等, 2019), 下属向高权

力领导建言时的不安和担忧也会随之降低, 领导权

力对下属建言的负面作用将得到缓解。而当领导地

位较低时, 领导在团队中缺乏拥护和爱戴, 下属会

质疑领导权力的合法性; 更加担心领导滥用职权 , 

或对建言的奖罚不合理、不公平, 甚至是为了维护

领导自身权威和利益。权力分配的合法性会增加下

属对领导的信任(van der Toorn et al., 2011), 减少领

导权力对建言的负面影响; 而不合法的权力分配会

加剧领导权力对建言行为的负面作用。例如有研究

发现, 当下属不认可组织的权力分配时, 他们的建

言行为会降低(Li et al., 2014)。在角色外行为的研

究中, 一些证据也从侧面支持了我们的观点。例如

Vial 等(2016)的研究发现, 女性领导难以在团队中

获得高地位, 即使他们掌握了高权力, 也难以被下

属认可, 因此下属的角色外行为(如组织公民行为)

较少。建言行为也是重要的角色外行为, 我们有理

由相信, 当领导地位较低时, 领导的权力缺乏合法

性, 下属对权力的担忧会更明显, 权力对建言的负

面影响会更大。综合上述分析, 我们提出,  

假设 4: 领导地位调节领导权力对下属建言的

负向作用, 当领导地位较高时, 领导权力对下属建

言的负向影响减弱; 反之则增强。 

我们进一步提出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即当

领导地位较高时, 权力引发的下属不安全感会随之

降低, 对下属建言的负面作用减弱。反之, 领导权

力引发的下属不安全感会更加明显, 对下属建言的

抑制作用也更凸显。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 5: 领导地位对领导权力的调节作用通过

下属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传递至下属建言行为, 

表现为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接下来本文将采用多种研究设计(实验研究、

实地问卷调查)以及多个样本(西方样本、中国样本)

来检验假设模型。这样有助于建立研究的内部和外

部效度, 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重复性。 

2  研究 1: 领导权力、地位对下属建
言的影响及地位的调节作用 

2.1  研究方法 

2.1.1  研究样本 

在正式研究之前, 我们利用 G*Power (Faul et al., 

2007)对所需样本量进行计算。我们在 G*Power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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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F 检验, 根据 Cohen (1988)的建议, 我们将效

果量设置为中等(f = 0.25), 将期望功效设置为 0.80, 

显著性水平 α = 0.05, 通过计算得到了 128 个样本

量要求。最终, 本研究在 Prolific 平台招募到 163

名有全职工作的被试, 符合样本量要求。实验结束

后, 向每名被试支付 1.25 英镑(约 8.77 元)。其中男

性占 57.67%; 被试平均年龄 31.48 (SD = 8.90)岁, 

年龄跨度为 18~59 岁; 被试平均工作年限为 10.00 

(SD = 8.69)年; 93.25%的被试来自欧美国家。 

2.1.2  研究设计与程序 

研究 1 为 2 (领导权力: 高 vs.低) × 2 (领导地位: 

高 vs.低)的组间实验设计。在实验第一部分, 告知

被试他们将在实验中担任“市场部经理助理”的角

色, 并向被试介绍其直属领导(即市场部经理)权力

和地位的特征。在不同的权力和地位组合中, 被试

阅读下列材料: “市场部经理对你的日常工作和月

度绩效评价有完全的(几乎没有)决定权。他还(也

不)可以决定你的薪酬水平和晋升机会。并且(但

是), 与同级别的管理者相比, 他非常(不)受同事的

尊敬和爱戴, 他在公司里拥有很高(极低)的地位和

声望”。 

第二部分, 采用情境模拟方式, 请被试完成改

编后的隐藏文档任务。被试阅读来自市场部经理的

邮件, 邮件中提到公司正在挑选一名运动员参加美

国一个国家公园举办的比赛。比赛的内容有: 在山

顶拍摄日出; 分析景区内空气污染的程度; 拍摄 20

种稀有植物; 将氧气补给徒步送到登山营地。经理

在邮件中还提到, 目前有两名运动员入围最终人选

名单, 候选人 A 是一位马拉松运动员, 他身强体

壮、精力充沛、耐力很好, 并且是州内的马拉松记

录保持者。经理与他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候选人 B

是一位健身教练, 他的身体也非常强壮, 同时他对

赢得比赛信心十足, 但是经理认为候选人 B 并非合

适的人选, 因此经理更倾向于选择候选人 A 参加比

赛。紧接着 , 被试阅读另一则关于候选人的材料: 

“经过进一步的背景调查, 你发现候选人 A 虽然很

强壮, 但是对动植物一无所知, 并且他的时间观念

很差; 而候选人 B 曾是一名环境学家, 并获得过

《国家地理》杂志最佳摄影奖。根据这些信息, 你

发现候选人 B 更加适合参加这个比赛”。最后, 请被

试根据所得的材料 , 给市场部经理回复一封邮件 , 

表达自己对候选人的意见, 并收集被试的人口统计

学变量。为了模拟现实工作场景、避免需求效应

(demand effect)的影响, 我们并没有对被试撰写邮

件时的字数做出要求。 

2.2  结果与讨论 

2.2.1  操纵检验 

采用 5 条目量表来测量被试感知到的领导权力, 

示例题目为“市场部经理在多大程度上对你拥有掌

控权”。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高(n = 

82)和低(n = 81)领导权力组的被试对领导权力的评

价均值分别为 6.92 (SD = 1.76)和 3.22 (SD = 1.57), 两

组具有显著差异, t(161) = 14.18, p < 0.001, Cohen’s 

d = 2.22。采用 4 条目的量表来测量被试感知到的

领导地位, 示例题目为: “市场部经理在多大程度上

是受人敬仰的”。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高(n = 83)和低(n = 80)领导地位组的被试对领

导地位的评价均值分别为 7.07 (SD = 2.00)和 3.48 

(SD = 1.88), 两组具有显著差异, t(161) = 11.80, p < 

0.001, Cohen’s d = 1.85。 

2.2.2  建言行为编码 

两名独立的编码人员对被试撰写的邮件进行

编码。第一步, 两名编码人员一同阅读并理解建言

行为的定义, 即“员工向直属领导提出与工作相关

的建议、想法或疑虑” (Liang et al., 2012)。第二步, 

向编码人员展示示例邮件以及相应的编码尺度(1 = 

“完全支持候选人 A, 没有提出额外的建议、想法或

疑虑”; 2 = “较为推荐候选人 B, 提出了少许建议、

想法或疑虑”; 3 = “推荐候选人 B, 提出了一些建

议、想法或疑虑”; 4 = “强烈推荐候选人 B, 提出了

大量建议、想法或疑虑”)。第三步, 两位编码人员

在不知道实验分组的情况下对邮件进行独立编码。

第四步, 在完成第三步的编码后, 两位编码人员对

有差异的编码进行逐一讨论。若不能达成共识则与

本文作者进行再次确认。最后, 两位编码人员编码

结果的相关系数是 0.99。 

2.2.3  假设检验 

我们以领导权力为自变量, 以领导地位为调节

变量, 以性别、工龄作为协变量, 以建言行为为因

变量, 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领导权力对建言

行为的主效应显著, F(1, 157) = 4.85, p = 0.03, partial 

η2 = 0.03; 领导地位对建言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157) = 0.82, p = 0.37; 领导地位的调节作用显

著, F(1, 157) = 4.52, p = 0.04, partial η2 = 0.03。对调

节作用进行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 结果显示(见

图 1), 在低地位组, 领导权力对建言行为的负面影响

显著(M 低权力 = 3.46, SD = 0.87; M 高权力 = 2.86, SD = 

1.03), F(1, 157) = 9.14, p = 0.003, partial η2 =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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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地位组 , 领导权力对建言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M 低权力 = 3.31, SD = 0.91; M 高权力 = 3.30, SD = 0.90), 

F(1, 157) = 0.00, p = 0.96, 详见图 1。假设 1 和假设

4 得到支持。 
 

 
 

图 1  领导权力与地位对建言行为的影响(研究 1) 

 

3  研究 2: 全模型实验研究 

3.1  研究方法 

3.1.1  研究样本 

研究 2 的样本量计算方法与研究 1 相同。研究

2 最终在 Prolific 平台招募到 189 名有全职工作、有

主管领导并且与主管领导有工作互动经历的被试, 

符合样本量的要求。实验结束后, 向每名被试支付

了 0.68 英镑(约 4.48 元)。被试中男性占 68.78%;  

平均年龄 29.45 岁(SD = 7.18), 年龄跨度为 18~54

岁; 平均工作年限为 7.46 年(SD = 7.05); 66.16%的

被试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87.83%的被试来自欧美

国家。 

3.1.2  研究设计与程序 

研究 2 为 2 (领导权力: 高 vs.低) × 2 (领导地位: 

高 vs.低)的组间实验设计。在实验第一部分, 请被

试基于过去或当前的工作经验, 提名一位具备某种

权力和地位特征的主管领导。不同的权力和地位的

操纵情景中, 被试阅读的信息如下: “他/她对你所

重视的资源(如工作任务和工作量、绩效考核、薪

酬水平、晋升机会等)拥有很大(小)的控制权。他/

她(不)可以决定是否提供或者收回这些资源, 还可

以(也不可以)决定是否对你实施惩罚。此外(但是), 

与同级别的领导相比, 他/她更加(不)受人尊敬和爱

戴, 他/她在公司里的声望和威信更高(更低)。” 

在实验第二部分, 请被试回忆在与该主管领导

一同工作时, 是否对主管领导所负责的工作“有任

何可以帮助改进工作流程的建议、想法, 或者发现

工作流程有任何问题或不足”。 

在实验第三部分, 请被试设想该主管领导在某

个日常会议上询问被试是否对工作流程有改进建

议、想法, 或发现了任何问题或不足。然后请被试

设想在真实的场景中他们会如何回答该主管领导

的询问 , 并请被试回答他们在此情景中的心理安

全感。 

3.1.3  变量测量 

建言行为。在测量建言行为时, 我们将建言内

容限定为与“工作流程”有关, 这是出于以下几点考

虑: (1)给被试提供一个能够快速沉浸其中的建言情

境; (2)给建言内容提供一定边界以增加实验可控

性、避免建言内容过于分散; (3)工作流程在各类型

的组织中均存在 , 因此有普遍适用性。在测量时 , 

我们将 Liang 等(2012)的量表条目进行修改, 以聚

焦于工作流程。并且, 我们关注的是领导和下属之

间的互动, 因此在条目中将直属领导作为具体的建

言对象。接着我们审视条目的内容, 将重复性高的

条目进行合并和删减, 最后保留 4 条目作为建言行

为的测量工具。示例题目为“在此会议中, 我会主动

提出改进工作流程的建议。”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 

心理安全感。改编自 Liang 等(2012)的 5 条目

量表, 将主管领导设定为建言的主要对象。示例题

目为“我觉得在此会议中向主管领导表达自己的真

实意见是安全的”。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 

3.2  结果与讨论 

3.2.1  操纵检验 

采用 3 条目量表来测量被试感知到的领导权

力。示例题目为“他/她相对我有很高的权力”。该量

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高(n = 95)和低(n = 

94)领导权力组的被试对领导权力的评价均值分别

为 5.39 (SD = 1.05)和 4.68 (SD = 1.18), 两组具有显

著差异, t(187) = 4.39, p < 0.001, Cohen’s d = 0.64。

采用与研究 1 相同的 4 条目量表来测量被试感知到

的领导地位, 该量表在研究 2 中的 Cronbach's α 系

数为 0.90。高(n = 94)和低(n = 95)领导地位组的被

试对领导地位的评价均值分别为 5.34 (SD = 1.08)

和 4.18 (SD = 1.38), 两组具有显著差异, t(187) = 

6.46, p < 0.001, Cohen’s d = 0.94。 

3.2.2  假设检验 

我们以领导权力为自变量、以领导地位为调节

变量, 以性别、教育水平、工龄作为协变量, 以心

理安全感、建言行为为因变量, 进行方差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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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言行为的多层回归分析(研究 2) 

建言行为 心理安全感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性别 −0.10 (0.19) −0.07 (0.18) −0.02 (0.15) −0.00 (0.18) 0.02 (0.16) −0.16 (0.22) −0.12 (0.20) −0.05 (0.20) 

教育水平 0.05 (0.07) 0.05 (0.06) 0.02 (0.05) 0.04 (0.06) 0.02 (0.05) 0.05 (0.08) 0.06 (0.07) 0.05 (0.07) 

工龄 −0.01 (0.01) −0.01 (0.01)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领导权力  −0.32 (0.16)† −0.15 (0.14) −0.73 (0.23)** −0.37 (0.21)†  −0.37 (0.18)* −0.81 (0.26)**

领导地位  0.52 (0.16)** 0.06 (0.15) 0.11 (0.23) −0.13 (0.20)  0.98 (0.18)*** 0.54 (0.26)*

领导权力× 

领导地位 
   

0.82 (0.33)* 0.42 (0.29)   0.88 (0.36)*

心理安全感   0.46 (0.06)***  0.45 (0.06)***    

R2 0.01 0.08 0.32 0.11 0.33 0.01 0.16 0.19 

F 0.38 3.00* 14.41*** 3.62** 12.74*** 0.47 6.95*** 6.92*** 

注: N = 189; †p < 0.10, *p < 0.05, **p < 0.01, ***p < 0.001. 

 

果表明, 领导权力对建言行为的主效应显著, F(1, 

182) = 3.97, p = 0.048, partial η2 = 0.02, 对心理安

全感的主效应显著 , F(1, 182) = 4.35, p = 0.04, 

partial η2 = 0.02。领导地位对建言行为的主效应显

著, F(1, 182) = 10.40, p = 0.001, partial η2 = 0.05, 对

心理安全感的主效应显著, F(1, 182) = 29.92, p < 

0.001, partial η2 = 1.14。接着, 我们用回归分析来检

验心理安全感对领导权力(地位)和建言行为之间的

中介作用。如表 1 (模型 3)可见, 在控制领导权力和

地位后, 心理安全感对建言有积极的作用(B = 0.46, 

SE = 0.06, p < 0.001)。我们用 Preacher 和 Hayes 

(2004)的 Process 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领

导权力和地位通过心理安全感影响下属建言的间

接效应分别是−0.17, 95% CI = [−0.36, −0.01]和

0.45, 95% CI = [0.26, 0.70]。综上所述, 假设 1~3 得

到支持。 

此外,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领导地位的调节作

用显著, F(1, 182) = 6.27, p = 0.01, partial η2 = 0.03。

在低地位组, 领导权力对建言行为的负面影响显著

(M 低权力 = 4.63, SD = 1.06; M 高权力 = 3.89, SD = 1.35), 

F(1, 182) = 10.11, p = 0.002, partial η2 = 0.05; 在高地

位组, 领导权力对建言行为的影响不显著(M 低权力 = 

4.73, SD = 1.07; M 高权力 = 4.83, SD = 0.88), F(1, 182) = 

0.15, p = 0.70, 详见图 2。同样, 在多层回归分析中

(表 1), 模型 4 显示领导权力和地位的交互项对建

言行为的影响显著(B = 0.82, SE = 0.33, p = 0.01)。

假设 4 得到支持。 

假设 5 提出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我们用方差分

析和多层回归分析对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进行

检验。我们根据 Edwards 和 Lambert (2007)的步骤

来检验这一假设。第一步, 检验权力和地位的交互

项对下属心理安全感的影响是否显著。根据方差分

析, 领导权力和地位的交互项对心理安全感的影响

显著, F(1, 182) = 5.82, p = 0.02, partial η2 = 0.03。具

体而言(见图 3), 在低地位组, 领导权力对心理安

全感的负面影响显著(M 低权力 = 3.78, SD = 1.41; M 高

权力 = 2.95, SD = 1.18), F(1, 182) = 10.10, partial η2 = 

0.05; 在高地位组, 领导权力对心理安全感的影响

不显著(M 低权 力 = 4.30, SD = 1.26; M 高 权力 = 4.38, 

SD = 1.03), F(1, 182) = 0.06, p = 0.80。同样, 在多层 

 

 
 

图 2  领导权力与地位对建言行为的影响(研究 2) 

 

 
 

图 3  领导权力与地位对心理安全感的影响(研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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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中(见表 1), 模型 8 显示领导权力和地位

的交互项对心理安全感的作用显著(B = 0.88, SE = 

0.36, p = 0.02)。 

第二步, 当控制权力和地位的交互项后, 检验

心理安全感对下属建言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影响。表

1 模型 5 显示, 在心理安全感进入模型后, 心理安

全感对建言行为有显著的作用(B = 0.45, SE = 0.06, 

p < 0.001), 权力和地位的交互项对建言行为的作

用不再显著(B = 0.42, SE = 0.29, p = 0.15)。综合方

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 假设 5 得到支持。 

4  研究 3: 全模型问卷调查 

4.1  研究方法 

4.1.1  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样本来源于中国南方某家居建材企

业。该企业的主要产品包括照明设备、吊顶、卫浴、

地板等。在人力资源部门的协助下, 我们邀请 591

位员工和他们的 130 名主管领导参与此次调研。为

了减少同源方差, 我们采用多时点多来源的方式进

行数据收集。在时间点 1 (T1), 由员工评价主管领

导的权力和地位。在时间点 2 (T2, 比 T1 滞后 6 个

月), 由员工汇报心理安全感 , 并由主管领导汇报

员工的建言行为。 

由于领导需要评价下属的建言行为, 为了减轻

领导填写问卷的负担, 我们将下属的抽样人数限定

在 8 人。当部门或团队中下属人数在 8 人以内(含 8

人)时 , 我们将问卷发放给所有下属; 当下属人数

超过 8 人时, 我们将问卷随机发放给 8 名下属。将

多来源、多时点的问卷进行逐一匹配后, 本研究最

终获得了 346 份员工(回收率 58.54%)和 111 份领导

(回收率 85.38%)问卷。在最终样本中, 80.18%的团

队有 50%及以上的下属完成了问卷调查, 平均每位

领导评价 3.12 位下属。在 346 名员工中, 44.22%为

男性, 平均年龄为 31.71 岁(SD = 8.35), 在本公司平

均工作年限为 2.31 年(SD = 2.20)。其中 60.69%的

员工拥有大专或本科及以上学历。 

4.1.2  变量测量 

测量中的所有量表均采用翻译和回译程序译

成中文。所有量表均采用 5 点 Likert 计分, 1 表示“非

常不赞同”, 5 表示“非常赞同”。 

领导权力。研究者通常用奖赏权和强制权来反

映领导权力(Lian et al., 2014; van Dijke et al., 2010), 

在研究 3 中我们也参照这个方法对权力进行操作

化。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研究常常将奖赏权和强制

权划分成一类(Raven et al., 1998), 但是学者认为二

者并非某一个潜在构念的外在反映, 而是共同构成

某个潜在的构念(van Dijke et al., 2010)。根据 Howell

等(2007)的建议, 应当将奖赏权和强制权作为单独

的构念在统计模型中进行检验, 而不是将二者合二

为一。从实证上来看, 二者的相关系数较低(van Dijke 

et al., 2010), 这也从数据上证明了二者的独立性。

因此我们在本文中分别汇报了奖赏权和强制权有

关的统计结果。 

在测量时, 我们采用 Hinkin 和 Schriesheim (1989)

的量表来衡量领导强制权和奖赏权。强制权的示例

题目为“我的主管领导可以给我安排不称心的工作

任务”。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奖赏权的示例题目为“我的主管领导可以影响

我的涨薪”。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

为 0.84。 

领导地位。改编自 Djurdjevic 等(2017)的 5 条目

量表。示例题目为“我的主管在公司里有很高的声

望”。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 

心理安全感。使用与研究 2 中相同的量表, 该

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 

建言行为。采用 Liang 等(2012)的 10 条目量表

来测量。示例题目为“他/她积极地提出会使单位受

益的新方案”和“当单位内的工作出现问题时 , 他/

她敢于指出, 不怕得罪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7。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并

未区分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 而是将二者合二

为一。我们认为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都会受到

领导权力和地位的影响, 这种影响均通过心理安全

感的传递。并且本文关注的是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

建言的共性, 即主动建言的意愿, 而不是二者的区

别。此外, 本研究的大部分假设在以促进性建言或

抑制性建言为解释变量时, 均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

果。因此我们将抑制性建言和促进性建言合并为

“建言行为”。与我们的处理方式类似, Xu 等(2019)

在探讨心理安全感对建言行为的影响时, 采用 Liang

等(2012)的量表对建言行为进行测量, 同样并未区

分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 , 而是将二者合并为

“建言行为”。 

控制变量。研究发现下属的性别、年龄、受教

育程度以及任职年限均与建言行为有关 (段锦云 

等, 2016), 因此我们在统计模型中控制这些变量。

此外, 权力距离倾向是员工对权力分配不均的认可

程度, 体现了员工对领导权力的接受程度(Kir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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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9), 也是员工建言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

我们在统计模型中控制员工的权力距离倾向。采用

Dorfman 和 Howell (1988)的 6 条目量表测量员工权

力距离倾向,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

数为 0.89。 

4.1.3  分析策略 

由于本研究的数据结构是嵌套型数据, 员工的

建言行为(ICC1 = 0.69, ICC2 = 0.76, rwg = 0.92)由一

个领导评价多个下属 , 本研究采用多层线性模型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对数据进行了分

析。具体而言, 感知到的领导权力、地位、心理安

全感为个体层面变量; 建言行为虽然是个体层面变

量 , 但是同一领导评价多名下属导致嵌套性问题 , 

具有个体和团队两个层面的方差变异。因此, 虽然

整体研究假设是基于个体层面提出的, 但是本研究

仍选用 HLM 进行分析, 以剔除建言行为由于领导

评估带来的团队层面的方差变异。为此, 我们将所

有 Level 1 核心解释变量在放入回归模型前均进行

了团队均值中心化处理(Hofmann & Gavin, 1998)。

由于团队总体规模较小, 难以有效估计 Level 2 的

随机效应(陈晨 等, 2020), 我们将 Level 1 的斜率设

置为固定斜率(fixed slope)。 

4.2  研究结果 

4.2.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测量了 6 个主要变量: 领导奖赏权、领

导强制权、领导地位、心理安全感、权力距离、建

言行为。本文应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评估了测量变量

之间的区分效度。如表 2 所示, 观测数据与假设模

型(模型 1)之间的拟合度很好(χ2 = 1435.22, df = 512; 

RMSEA = 0.07, CFI = 0.91, TLI = 0.90), 且模型 1

中的所有题目在其测量构念上的标准化因子载荷

都在 0.01 水平上显著, 表明构念测量具有较好的聚

合效度。而 3 种替代模型(模型 2-4)与实际观测数据

之间拟合度则较差, 卡方检验和模型拟合指数都显

示假设模型与替代模型之间差异显著。 

4.2.2  描述性统计 

表 3 报告了本研究所涉及变量的均值、标准差

和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由表 3 可见, 领导强制权

与心理安全感显著负相关(r = −0.40, p < 0.001), 与

建言行为显著负相关(r = −0.16, p = 0.002); 领导奖

赏权与心理安全感的相关性不显著(r = −0.01, p = 

0.86), 与建言行为的相关性不显著(r = 0.01, p = 

0.93)。领导地位与心理安全感显著正相关(r = 0.33, 

p < 0.001), 与建言行为的相关性不显著(r = 0.08,  

p = 0.13)。 

4.2.3  假设检验 

多层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报告在表 4 内。假设

1~2 提出领导权力和地位对建言的主效应。由模型

1 可见, 领导强制权对建言行为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B = −0.09, SE = 0.04, p = 0.01), 领导地位对建言行 
 

表 2  测量模型比较(研究 3) 

模型 因子 χ2 df Δχ2 CFI TLI RMSEA

模型 1 奖赏权、强制权、地位、权力距离、心理安全感、建言行为 1435.22 512  0.91 0.90 0.07 

模型 2 奖赏权和强制权并入一个因子 2267.45 517 832.23*** 0.82 0.81 0.10 

模型 3 奖赏权、强制权、地位并入一个因子 2787.43 521 1352.21*** 0.77 0.75 0.11 

模型 4 心理安全感、建言行为并入一个因子 2786.53 517 1351.31*** 0.77 0.75 0.11 

 

表 3  主要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信度和相关性(研究 3) 

变量名称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性别 — — —          

2 年龄(岁) 31.71 8.35 −0.03 —         

3 教育程度 2.51 1.14 0.22*** −0.61*** —        

4 任职时间 2.31 2.20 0.03 0.58*** −0.36*** —       

5 权力距离倾向 2.28 0.57 −0.11* −0.12* −0.03 −0.03 (0.89)      

6 领导强制权 2.45 0.77 0.16** 0.07 0.05 0.12* 0.05 (0.88)     

7 领导奖赏权 3.08 0.74 0.26*** −0.08 0.23*** −0.01 −0.18*** 0.20*** (0.84)    

8 领导地位 3.72 0.79 0.10† −0.28*** 0.29*** −0.26*** −0.25*** −0.18*** 0.25*** (0.89)   

9 心理安全感 3.79 0.76 0.00 −0.12* 0.02 −0.18*** −0.06 −0.40*** −0.01 0.33*** (0.93)  

10 建言行为 3.60 0.74 −0.10† −0.21*** 0.20*** −0.19*** −0.03 −0.16** 0.01 0.08 0.23*** (0.97)

注: N = 346; †p < 0.10, *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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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权力和地位的主效应及心理安全感的中介效应(研究 3) 

建言行为 心理安全感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性别 −0.08 (0.07) −0.08 (0.07) −0.10 (0.07) −0.11 (0.07) 0.09 (0.08) 0.04 (0.08) 

年龄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0.00 (0.01) 

教育程度 0.05 (0.04) 0.04 (0.04) 0.06 (0.04) † 0.06 (0.04) −0.06 (0.04) −0.09 (0.04)* 

任职时间 −0.01 (0.02) −0.02 (0.02) −0.01 (0.02) −0.01 (0.02) −0.03 (0.02) −0.05 (0.02)* 

权力距离倾向 −0.02 (0.05) −0.03 (0.05) −0.02 (0.05) −0.03 (0.05) 0.05 (0.07) 0.01 (0.07) 

领导强制权 −0.09 (0.04)*  −0.06 (0.04)  −0.31 (0.06)***  

领导奖赏权  −0.06 (0.05)  −0.03 (0.05)  −0.25 (0.07)***

领导地位 0.11 (0.05)* 0.14 (0.05)** 0.05 (0.05) 0.06 (0.05) 0.46 (0.07)*** 0.58 (0.07)***

心理安全感   0.12 (0.04)** 0.13 (0.04)***   

强制权团队均值 −0.08 (0.12)  −0.04 (0.12)  −0.34 (0.08)***  

奖赏权团队均值  0.05 (0.11)  0.05 (0.11)  0.02 (0.08) 

地位团队均值 0.01 (0.12) 0.01 (0.13) −0.01 (0.12) −0.03 (0.13) 0.24 (0.09)** 0.31 (0.09)***

Pseudo-R2 0.04 0.03 0.07 0.07 0.28 0.21 

注: N = 346; †p < 0.10, *p < 0.05, **p < 0.01, ***p < 0.001。 
 

为有显著正向作用(B = 0.11, SE = 0.05, p = 0.02)。

又由模型 2 可见, 领导奖赏权对建言行为的影响不

显著(B = −0.06, SE = 0.05, p = 0.18), 领导地位对建

言行为有显著正向作用(B = 0.14, SE = 0.05, p = 

0.003)。假设 1 得到部分支持, 假设 2 得到支持。 

假设 3 提出, 员工心理安全感中介领导权力及

地位和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如表 4 模型 5 可见, 领

导强制权对员工心理安全感有显著的负向作用(B = 

−0.31, SE = 0.06, p < 0.001), 领导地位对心理安全

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B = 0.46, SE = 0.07, p < 

0.001)。由模型 6 可见, 领导奖赏权对心理安全感

有显著的负向作用(B = −0.25 SE = 0.07, p < 0.001), 

领导地位对心理安全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B = 0.58, 

SE = 0.07, p < 0.001)。又由表 4 模型 3 和模型 4 可

见, 在分别控制领导强制(奖赏)权力和地位后, 心

理安全感对建言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模型 3:  

B = 0.12, SE = 0.04, p = 0.002; 模型 4: B = 0.13, SE = 

0.04, p < 0.001)。我们接着用 Monte Carlo 方法来计

算中介效应的区间估计。在领导强制权和地位的估

计模型中, 二者通过员工心理安全感作用于建言行

为的中介效应分别是−0.04, 95% CI = [−0.07, −0.01]

和 0.06, 95% CI = [0.02, 0.10]。在领导奖赏权和地

位的估计模型中, 二者通过员工心理安全感作用于

建言行为的中介效应分别是−0.03, 95% CI = [−0.06, 

−0.01]和 0.08, 95% CI = [0.03, 0.13]。假设 3 得到

支持。 

假设 4 提出领导地位会调节领导权力对下属建

言的负向作用。由表 5 模型 1 可知, 领导强制权和

地位的交互项对建言行为有显著影响 (B = 0.16, 

95% CI = [0.04, 0.28], SE = 0.06, p = 0.006); 又由表

5 模型 2 可知, 领导奖赏权和地位的交互项对建言

行为影响不显著(B = −0.06, 95% CI = [−0.24, 0.12], 

SE = 0.09, p = 0.51)。为进一步解释调节效应, 我们

分别选取高领导地位(+1SD)和低领导地位(−1SD)

画出调节效应图(图 4)。从图 4 中可见, 当领导地位

较低时, 领导强制权对建言行为的负向作用增强了

(B = −0.18, 95% CI = [−0.28, −0.08], SE = 0.05, p < 

0.001); 而当领导地位较高时, 领导强制权对建言

行为的负向作用不显著(B = −0.02, 95% CI = [−0.12, 

0.08], SE = 0.05, p = 0.65)。假设 4 得到部分支持。 

假设 5 提出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我们同样根据

Edwards 和 Lambert (2007)的步骤来检验这一假设。

第一步, 检验权力和地位的交互项对下属心理安全

感的影响是否显著。由表 5 模型 5 可知, 领导强制

权和地位的交互项对心理安全感有显著影响(B = 

0.19, 95% CI = [0.03, 0.35], SE = 0.08, p = 0.02)。为

进一步解释调节效应 , 我们分别选取高领导地位

(+1 SD)和低领导地位(−1 SD)画出调节效应图(图

5)。从图 5 中可见, 当领导地位较低时, 领导强制

权对心理安全感的负向作用增强了(B = −0.41, 95% 

CI = [ −0.55, −0.27], SE = 0.07, p < 0.001); 而当领

导地位较高时, 领导强制权对心理安全感的负向作

用减弱了(B = −0.23, 95% CI = [−0.37, −0.09], SE = 

0.07, p = 0.002)。由表 5 模型 6 可知, 领导奖赏权和

地位的交互项对下属心理安全感有显著影响(B = 

0.27, 95% CI = [0.11, 0.43], SE = 0.13, p = 0.0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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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领导地位的调节效应及被中介的调节效应(研究 3) 

建言行为 心理安全感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性别 −0.08 (0.07) −0.08 (0.07) −0.10 (0.07) −0.11 (0.07) 0.10 (0.08) 0.03 (0.08) 

年龄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0.00 (0.01) 

教育程度 0.05 (0.04) 0.04 (0.04) 0.06 (0.04) † 0.06 (0.04) † −0.06 (0.04) −0.10 (0.04)* 

任职时间 −0.01 (0.02) −0.02 (0.02) −0.01 (0.02) −0.01 (0.02) −0.03 (0.02) −0.05 (0.02)* 

权力距离倾向 −0.03 (0.05) −0.03 (0.05) −0.03 (0.05) −0.03 (0.05) 0.04 (0.07) 0.02 (0.07) 

领导强制权 −0.10 (0.04)**  −0.06 (0.04)  −0.31 (0.06)***  

领导奖赏权  −0.06 (0.05)  −0.03 (0.05)  −0.25 (0.07)***

领导地位 0.07 (0.05) 0.14 (0.05)** 0.03 (0.05) 0.07 (0.05) 0.42 (0.07)*** 0.56 (0.07)***

强制权×地位 0.16 (0.06)**  0.14 (0.06)*  0.19 (0.08)*  

奖赏权×地位  −0.06 (0.09)  −0.10 (0.09)  0.27 (0.13)* 

心理安全感   0.11 (0.04)** 0.14 (0.04)***   

强制权团队均值 −0.08 (0.12)  −0.04 (0.12)  −0.34 (0.08)***  

奖赏权团队均值  0.05 (0.11)  0.06 (0.11)  0.02 (0.08) 

地位团队均值 0.00 (0.12) 0.00 (0.13) −0.02 (0.12) −0.04 (0.13) 0.22 (0.09)** 0.33 (0.09)***

Pseudo-R2 0.04 0.03 0.07 0.08 0.29 0.22 

注: N = 346; †p < 0.10, *p < 0.05, **p < 0.01, ***p < 0.001. 

 

 
 

图 4  领导地位对强制权与建言行为间的调节作用 

 

 
 

图 5  领导地位对强制权与心理安全感间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解释调节效应 , 我们分别选取高领导地位

(+1 SD)和低领导地位(−1 SD)画出调节效应图(图

6)。从图 6 中可见, 当领导地位较低时, 领导奖赏

权对心理安全感的负向作用增强了(B = −0.38, 95% 

CI = [−0.54, −0.22], SE = 0.08, p < 0.001); 而当领

导地位较高时, 领导奖赏权对心理安全感的作用不

再显著(B = −0.12, 95% CI = [−0.28, 0.04], SE = 0.08, 

p = 0.15)。 

 

 
 

图 6  领导地位对奖赏权与心理安全感间的调节作用 

 

第二步, 当控制权力和地位的交互项后, 检验

心理安全感对下属建言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影响。由

表 5 模型 3 (B = 0.11, SE = 0.04, p = 0.006)和模型 4 

(B = 0.14, SE = 0.04, p < 0.001)可知, 当控制领导权

力和地位的交互项, 并在模型中加入心理安全感后, 

心理安全感对下属建言仍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由以

上分析结果可知, 假设 5 得到支持。 

5  讨论与结论 

本文通过 2 个实验研究和 1 个实地调查探讨领

导的权力和地位对建言的作用, 领导地位的调节作

用, 以及下属心理安全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 下

属面对高权力的领导时, 建言行为会受到抑制;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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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高地位的领导时, 建言行为会得到促进。此外, 

领导地位可以减少领导权力对下属建言行为的损

害, 领导地位对领导权力的调节作用通过心理安全

感的中介作用于下属的建言行为。 

5.1  理论贡献 

在探讨组织层级差异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

时, 研究者常常混淆权力和地位的作用。本文研究

发现, 领导权力和地位对下属的建言行为产生了不

同的影响, 这为区分权力和地位的作用提供了新的

视角。以往的研究主要从自主性(agentic)和依存性

(communal)来看待权力和地位的差异: 学者认为权

力会减少个体对他人的依赖, 增加了个体的独立性, 

这体现了自主性; 地位促进个体考虑下属的评价, 

增加个体对下属的关注, 这体现了依存性(Magee & 

Galinsky, 2008)。本文指出, 高权力意味着领导有能

力对下属进行奖惩, 会让下属担心建言行为的负面

影响; 而高地位却代表着威望、声誉, 会减少下属

对人际互动后果的担忧。领导的权力和地位不仅影

响人际的相互依赖关系, 还影响下属对人际互动风

险的感知。 

同时, 组织中层级划分的基础如权力和地位并

不是完全独立的, 但是学者尚未同时考虑二者对建

言的作用。我们认为, 如何避免领导的权力对下属

建言产生消极作用,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掌权者的地

位特征, 即受到下属的拥护和爱戴的程度。当下属

对建言的风险性进行评估时, 会综合考虑领导的权

力和地位特征, 此时获取的信息比单独考虑其中一

个因素时更加全面。领导地位可以缓解下属面对高

权力领导时的不安全感, 进而减轻下属建言时的顾

虑和不安。基于此, 我们全面考察领导的权力和地

位对建言行为的影响, 特别是领导地位对权力效应

的调节作用, 为组织层级差异和建言的关系提供了

更加细致的解释。 

此外, 以往的研究大多考察权力和地位的交互

作用对掌权者自身行为的影响, 如对待他人时的公

平性、侵略性等(Blader & Chen, 2012), 但是较少从

他人(如下属)的角度考察他们面对不同权力和地位

特点的领导时的心理感受和行为特点。我们的研究

发现, 权力和地位不仅直接影响领导的行为, 还是

重要的社会信息, 下属对这些信息的提取和解读也

会影响到他们的主动性行为(如建言行为)及心理安

全感等方面。 

最后, 以往的研究多关注领导权力的作用, 缺

乏在组织情境中探讨领导权力和地位的关系。本文

的研究发现, 权力和地位与领导角色息息相关, 空

有权力缺乏地位的领导会让下属不安、此时下属建

言程度最低。权力和地位均为领导获得影响力的重

要途径, 基于支配的权力和基于声望的地位是领导

角色的不可缺失的两方面。 

5.2  实践启示 

在层级体系多样化的现代组织中, 权力和地位

并不一定是完全匹配的。这是因为组织中的上升通

道可能是多样的 , 而不同的上升通道可能并不重

合。例如职业发展双通道中, 掌握职位权力的领导

和掌握专业技能的专家可能并不完全重合。此外, 

在组织日趋扁平化的今天, 组织中可能缺乏足够的

职位赋予员工权力(如对他人的奖惩权)。一些做出

了突出业绩、掌握了核心专业技能的专家可能并没

有在正式职级上晋升的机会, 这意味着他们可能缺

乏来自职位的权力。这些都会造成组织中领导的权

力和地位并不完全匹配, 因此本文的结论对管理实

践也有重要启示。 

首先, 层级划分是常见的、难以替代的组织形

态之一, 这就要求组织尽可能避免其消极作用。我

们的研究表明, 组织在进行权力分配时, 应当考虑

候选人的地位特点, 优先将权力分配给在下属中声

望较高、受下属尊敬和爱戴的候选人。这种情况下

权力的负面作用较小甚至不再显著, 而积极作用更

有可能发挥出来。换言之, 当组织中的权力和地位

相互匹配时, 才能减少权力差距的消极作用。这对

组织内的选人、用人有重要的启示。 

其次, 员工建言的路径可能与正式的权力层级

并不重合。地位高的非正式领导可能汇聚了较多来

自员工的建议, 这是重要的信息资源, 组织需加以

重视。如职业发展双通道中, 受人尊敬和爱戴的技

术专家可能是组织中重要的信息枢纽, 如果这些建

议得不到组织正式的采纳和实施, 是巨大的资源浪

费 , 甚至将对组织的绩效产生不良的影响 (Detert 

et al., 2013)。 

此外, 领导也应意识到不能仅仅依靠强硬的权

力去影响下属, 因为权力往往会造成下属的畏惧和

不安, 领导还应重视自己更为柔软的影响力——地

位。领导既需要通过对下属的控制和奖惩来施加影

响, 也需要通过声誉、名望等让下属发自内心地拥

护。权力和地位是领导角色和层级划分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 二者都是领导在下属团队中获得影响力

的重要来源, 是发挥领导力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

于新生代的员工而言, 更是难以用简单的控制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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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他们进行管理(伍晓奕, 2007), 领导地位的重

要性更加凸显。 

最后, 组织和领导应当关注下属面对不同领导

时的心理安全感 , 这是影响下属是否敢于挑战现

状、自由表达观点的重要因素。组织要对领导进行

培训, 帮助高权力的领导意识到广开言路的重要性, 

协助他们在团队中建立起安全的建言氛围, 以促进

下属向上表达意见和建议。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 我们

从心理安全感的视角分析了领导权力和地位对下

属建言的影响, 这是从建言成本和收益计算的角度

来看待下属面对领导权力和地位时的感受。然而员

工对建言的决策可能出于安全感和有效性的双重

考虑(Morrison, 2011, 2014), 权力和地位也有可能

通过有效性这条路径影响下属的建言行为。当建言

对象在组织中拥有较高的影响力时, 他们所采纳的

意见更有可能被有效实施。从这一个角度来看, 当

领导具备较高的权力或地位时, 建言的有效性可能

随之上升。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探索权力(地位)是

否会通过影响下属对建言有效性的感知而作用于

建言行为的。 

第二, 本文在探讨权力的作用时, 考虑的是权

力的支配性 , 即基于支配和控制的权力 , 如奖赏

权、强制权。但是领导权力还有其他的分类, 如专

家权、参照权、魅力等被划分为个人权力(French & 

Raven, 1959; Meng et al., 2014)。对此 Fiske 和 Berdahl 

(2007)指出, French 和 Raven (1959)分类中奖赏权、

惩罚权体现了对他人的支配和控制 , 属于“权力”; 

而参照权、专家权、法定权等只有在用于实施奖惩

时才属于“权力”的范畴。Magee 和 Galinsky (2008)

也指出, French 和 Raven (1959)划分的奖赏权、惩

罚权更加符合权力的范畴。 

并且学者认为, French 和 Raven (1959)划分的

“个人权力”和“地位”也有显著差异(Djurdjevic et al., 

2017; Yu et al., 2019)。虽然专家权和魅力是领导地

位的重要来源, 但是地位还可能源于团队贡献、种

族、性别等其他的原因(Magee & Galinsky, 2008)。

因此, 地位强调的是全方位的综合评价, 并不局限于

某一个领域。此外, 地位和参照权虽然有一定重叠, 

但是也不完全相同: 拥有参照权的领导让他人产生

认可, 并想要与其建立关系, 但是参照权不一定能

够在团队中获得高人一等的、突出的声望。换言之, 

地位更强调尊敬、突出性和声望(Djurdjevic et al., 

2017), 而参照权更强调认可(Hinkin & Schriesheim, 

1989)。我们遵循这些观点以及学者对权力和地位

的定义(Blader & Chen, 2012; Magee & Galinsky, 

2008; Zheng & van Dijke, 2020), 将权力、地位及相

关概念进行了区分, 未来的研究者可以继续探讨他

们的区别和联系。 

第三, 本文的样本来源具有跨文化多样性, 但

是我们没有考虑权力和地位的关系在不同的文化

情境中是否会发生变化。由于我们在权力距离较高

的中国情境和权力距离较低的西方情境 (如欧美

等 )均展开了实证检验, 本文的研究假设在不同的

文化情境中都得到了支持, 因此所得结论具有跨文

化的一致性。但是我们没有考虑文化情境是否会影

响权力和地位的关系, 未来的研究者可以对此进行

探讨。 

第四, 我们并未区分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

的差异, 而是着眼于二者的共性——主动建言的意

愿。但是抑制性建言需要指出组织当前的不足和问

题 , 其风险性可能高于促进性建言 (Liang et al., 

2012), 因此员工进行抑制性建言时的不安全感也

可能更高。由于权力和地位会通过影响下属的心理

安全感作用于建言行为, 因此权力和地位对抑制性

建言的影响可能强于促进性建言1。但是本文关注的

焦点是下属是否主动建言, 而不是建言内容。此外, 

经过稳健性检验, 本文中大部分对促进性建言成立

(或不成立)的假设 , 对抑制性建言也成立(或不成

立)。因此我们仍将两个建言维度合并, 这也是一些

研究者在使用 Liang 等(2012)的量表作为建言行为

的测量工具时使用的策略(Xu et al., 2019)。未来的

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在不同的层级嵌套关系中, 下

属的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是否存在以及为何

存在差异。 

5.4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两个实验研究和一个实地调查发现, 

领导的权力对下属建言行为存在负向作用; 领导地

位对下属建言行为存在积极作用; 心理安全感中介

领导权力和地位与下属建言之间的关系; 领导的地

位能够调节领导权力对下属建言行为的负面作用: 

当领导地位较低时, 领导权力对下属建言的负面作

                                                           
1 在稳健性检验中, 我们将研究 2 和研究 3 中的“建言行为”拆分

为“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 并对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

从统计结果的效应量来看, 权力和地位的对抑制性建言的作用

略高于对促进性建言的作用。由于篇幅所限, 这部分统计分析

结果未在正文呈现, 可联系作者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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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增强, 反之则不显著; 领导地位的调节作用通过

下属的心理安全感间接影响下属的建言行为, 表现

为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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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act of a leader’s hierarchical position on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s is both pract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important. Prior research found that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 hinder upward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Indeed, the hierarchical position is constructed on different bases. For example, power (i.e., 

the control over valuable resources) and status (i.e., the respect and esteem that a leader holds in the eyes of others) 

are two different bases of hierarchy, and they are found to have distinct effects on an individual’s behaviors and 

perceptions. Therefore, employees’ voice decisions may vary when the leader has high power or high status. 

However, prior research has not distinguished those different hierarchical bases (i.e., power and status) when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a leader’s hierarchical rank on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s. Moreover,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status has not been explored in the voice context, although researchers have 

identified that the power effect often depends on status. We suggest that leader power and status have distinct 

effects on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 and psychological safety. We also expect the effect of leader power on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 to be moderated by leader status and that the moderating effect may be transferred 

indirectly through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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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aking a multimethod approach, we tested our hypotheses in two experiments (Studies 1 and 2) and a 

field survey (Study 3). In Study 1, we conducted a 2 (leader power: high vs. low) × 2 (leader status: high vs. low) 

between-subjects design and recruited 163 full-time employees from Prolific. By using a scenario-based experiment, 

we aimed to test the main effects of leader power and status on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s,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leader status. In Study 2, we conducted a 2 (leader power: high vs. low) × 2 (leader status: 

high vs. low) between-subjects design and recruited 189 full-time employees from Prolific. In this study, we asked 

participants to identify a target leader who had either high or low power and either high or low status. After that, 

they indicated how many suggestions or concerns they would bring up to this leader in a real meeting and 

reported the perceived psychological safety in that situation. In Study 3, we collected data from a large company 

in South China. The final sample consists of 346 employees matched with their 111 immediate supervisors. 

Employees evaluated their supervisor’s power and status at T1 and reported their psychological safety at T2; 

supervisors reported employee voice behaviors at T2. 

In Study 1, we found a negative effect of leader power on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s. In addition, we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leader power on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 was contingent on leader status. That is, when a 

leader has high statu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leader power on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was not significant; when 

a leader has low status, the negative effect was stronger. Study 2 supported the main effect of leader power and 

status on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s,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leader status. In addition, Study 2 

provided evidence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safety that links the interaction of leader power and 

status with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s. Finally, Study 3 replicated the main effect of leader power and status on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tatus on the link between leader power and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afety. The results from two experiments and one field 

study ensured high internal and external validity. 

Our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several aspects. First, we distinguished the effect of leader power 

and status on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s and psychological safety. We also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leader power 

on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 depends on leader status. This finding provided more nuanced evidence regarding 

how hierarchical differentiation influences upward voice. Second, although researchers have identified leader 

power as an influential predictor of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 the findings are mixed. We demonstrated that the 

impact of leader power is contingent on leader status. This finding helps reconcile the debate on leader power. 

Third, researchers have focused more attention on how leaders influence employees through hard power than on 

the influence of soft status. Our results show that dominance (i.e., power) and prestige (i.e., status) are both 

important sources of influence in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power, status, voice behavior, psychological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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